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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曼思想研究：探索新的分析範式

──兼評鄭莉的《理解鮑曼》

⊙ 郭台輝

 

一 問題的提出

齊格蒙特·鮑曼被認為是當今用英語寫作的最偉大的社會理論家之一，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研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對于他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我們不妨以另一位更為國內學者

所熟知的社會理論家吉登斯作為參照物來比較：吉登斯在1992年就稱之為「出類拔萃的後現

代理論家」（Anthony Giddens，1992：21-22）；鮑曼研究專家貝爾哈茲指出，在當前討論

參與現代性問題的歐洲社會理論家中，最具衝擊力的「三駕馬車」是：吉登斯、貝克和鮑

曼，三人各有千秋，分別從各自的知識世界來理解新的歐洲社會，推動並探索社會政治理論

發展的新空間（Peter Bellharz，2002：XII）；還有學者最近認為：「在80年代後期的社會

學中，吉登斯一般被理解為英語世界最重要的社會學家，然而，勿庸置疑，鮑曼現在已經不

但取代了吉登斯，而且逐漸成為21世紀社會學界最重要的闡釋者，是專家的專家」（Tony

Blackshaw，2005：1）。儘管鮑曼比吉登斯要年長13歲，但由于他追隨齊美爾的寫作風格，

多數著作都是由鬆散的論文構成，同時他並不是像吉登斯那樣的理論體系構建者，也無意建

構一種社會學流派（Richard Kilminster and Lan Varcoe，1996：1）。這樣，他的思想在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都很少引起學術界重視，直到1987年《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

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的面世才開始名聲大噪。但此後幾年的研究文獻還只是體現在以

論文的形式述評他與現代性主題相關的思想，直到1995年鮑曼的同事為紀念他七十歲和在利

茲大學任教二十周年而出版《文化、現代性與革命》論文集之後才開始出現專門研究鮑曼的

論著。從此，國際學術界才開始重視其思想的學術價值，並逐漸對它進行全面深入的闡釋、

分析、爭論和運用。儘管對于中國大多數學者來說，鮑曼的論著和思想還是一個陌生的領

域，但進入21世紀後，隨著探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主題的逐漸深入，隨著鮑曼的著作相繼翻

譯成中文（包括台灣出版的在內已逾17本之多），中國學術界也開始重視鮑曼思想的學術價

值。鄭莉博士的新作《理解鮑曼》是漢語界第一本對鮑曼思想有著最為全面、詳盡和系統的

研究的專著，這對中國學術界重視和繼續深入研究鮑曼思想有著重要的先導作用。

《理解鮑曼》一書在研究範式上借鑒了西方學術界研究鮑曼思想的主要成果，把鮑曼思想從

其所處的英國和東歐語境中抽離出來，並置之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框架中去理解和定

位。然而，這恰恰是思想史研究「劍橋學派」所堅持批評的。「劍橋學派」的開創者昆延·

斯金納認為，研究思想史和經典思想家的思想主要有兩種範式：正統的範式是把思想家的思

想從語言環境中抽象出來，通過整理與評論相結合的方式對其全部文本或部分思想進行解



釋，試圖發現其思想理論之間的邏輯關係和內在張力，及其「普遍真理」對研究者所處時空

的貢獻；另一種是他用以反對前一種研究範式的「歷史語境主義」方法論，主張不預設框架

限定作者對某學科的貢獻，而是把思想家的思想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社會語境中去理解和分

析，不僅要瞭解文本的意義，而且還要研究作者通過文本修辭來表達的意圖（Quentin

Skinner, 1969：57-58) 。據此，我們通過評價《理解鮑曼》的研究範式來考察當前鮑曼思

想研究的現狀和誤區，並試圖探索新的研究範式，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學術界對鮑曼

思想進行多向度、多學科的立體式研究，更客觀地瞭解鮑曼思想對當代歐洲和國際學術界的

貢獻，並由此啟迪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和洞察當代西方歷史、文化、社會的深刻變化。

二 研究鮑曼思想的主流範式及其誤區

鄭莉博士的《理解鮑曼》一書是在她的「理解鮑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研究」為

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此書正如謝立中先生在序中所中肯地評價的那樣：

「作者對自《立法者與闡釋者》以來鮑曼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幾乎所有重要著作中

的主要思想進行了較全面的描述、分析和評論」，作者細緻研究並全面運用了鮑曼的現代性

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認為「只有瞭解這一分析策略才能夠把握住鮑曼思想的真正面目和

不同發展時期的內在邏輯」。（鄭莉，2006：序言2）所以，作者在分析西方學界已有的研究

成果的基礎上，首先重點闡述了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內涵以及二者的關係，以此

作為全文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論基礎，然後按照文本出版的順序分別在知識分子、大屠殺、後

現代性社會學、後現代倫理學和全球化這五大板塊上全面闡述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思

想，在此基礎上重點比較了鮑曼與貝克、布希亞、哈貝馬斯、圖雷恩和齊美爾等思想家的分

歧，最後給予鮑曼思想恰當的定位和評價。鄭莉博士合理地把鮑曼迄今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

涯中至少三十本著作1分為四個階段。但本書的研究範圍卻主要是鮑曼在第二、三階段（從

1987年到1997年）裏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思想，而對鮑曼在80年代中期之前第一階

段的早期思想尚未涉及，對鮑曼在1997年之後第四階段的流動現代性思想也較少闡述。因

此，充分運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一分析框架是作者在這本專題性著作中的一個最大特徵，

我們認為，恰恰就是這個特徵限制了作者無法立足于更大的時空視野，難以深入理解鮑曼變

動的研究主題背後不變的價值關懷。

作者全文扣緊鮑曼思想中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作者這種分析範式秉承了西方

研究鮑曼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深刻反映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是當代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的

主旋律。上世紀70、80年代歐洲思想界湧現出一批主張後現代來臨和歷史斷裂的領軍人物，

如福柯、德裏達、利奧塔等，而以哈貝馬斯為首的思想家則極力維持現代以來的歷史、文

化、社會的連續性。西方學術界從此掀起一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爭的熱潮。隨著蘇東劇變

和歐盟成立等歷史性事件的接踵而至，這股爭論的熱潮愈演愈烈。因此，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這一對概念就成為學術爭鳴和社會洞察的一個平台，是思想家診斷西方社會危機並探究出路

的一種集體話語。然而，思想家們各自不同的知識背景、分析路徑和學術立場，決定了他們

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內涵有著不一致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我們在專門研究當代思想家的思

想時，必須首先深入瞭解他所運用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內涵和意義，才能把握其思想主張

的精髓及其對學術界的貢獻。顯然，《理解鮑曼》一書的作者已經抓住了這一點，她比較性

地闡述了西方的鮑曼研究專家如丹尼斯·史密斯、彼得·貝爾哈茲、道格拉斯·凱爾納、斯

科特·拉什等人的相關立場，尤其綜述了近年來學者關于鮑曼是現代還是後現代理論家的爭

論。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並全文貫徹的一個命題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作為鮑曼理論研



究的核心主題和分析框架貫穿于他分析問題的始終」（鄭莉，2006：35）。

我們知道，在鮑曼思想發展的第二、三階段，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對概念成為他分析西方現

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理論策略，是「把握我們這個時代社會變化趨勢所必須闡明的那些對立體

中最為根本的對立體」（Zygmunt Bauman，1992：163）。在這個對立體中，鮑曼是從後現代

性的角度來定義現代性，由生成中的「後現代性」概念來界定「現代性」的內涵。作者從三

方面來把握他的後現代性概念：一是知識分子的重新定位，即對其自身社會地位的重新評

估，不再作為「立法者」對真理和道德判斷等作出權威性解答，而是作為交流文化知識的

「闡釋者」；二是確立後現代性的認知框架，後現代性需要表達的是不確定、模糊、偶然、

不可捉摸和不可化約的精神狀態、思想模式、審美模式和事物狀態；三是標誌著出現一種成

熟的社會系統、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以消費為核心的消費者社會）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

而且消費者的行為已經穩步進入到認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在此基礎上，鮑曼確立了現代性

的核心特徵：1、現代性表現為永無止境地建構秩序；2、現代性最顯著的特徵是知識/權力的

共生；3、現代性還是追求確定性和消除差棄性的一種體驗、思維方式和感知方式（鄭

莉，2006：40-49）。

然而，我們認為，儘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在鮑曼的第二、三階段顯得非常重要，

但僅僅以此作為理解鮑曼全部思想是不夠的。這是因為：一、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框架

無法涵蓋鮑曼80年代中期以前的思想源流。儘管鮑曼在第一階段的思想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

視，但作為鮑曼思想的研究者卻不能不重視，因為鮑曼不是學院派的思想家，其思想主題的

變遷與其個人坎坷的人生歷程相映射，深刻反映出歐洲猶太人和芸芸眾生對歷史劇變的擔

憂，因此，通過對他前期思想的瞭解才能得知他為什麼後來一度傾向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

種分析策略，一度推崇勒維納斯的道德哲學。實際上，鮑曼的思想滋養都關注社會變遷中的

人類生存境況，他運用社會學這種理論工具來挖掘和恢復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可能

性，比如，他在50年代開始就堅守波蘭社會學的批判傳統，並成為一位「人道主義馬克思主

義者」；他跨越人文社會科學的界限，吸收當代歐洲小說風格的人文關懷：「與許多社會學

家相比較，米蘭·昆德拉教會了他更多的社會知識」（Tony Blackshaw，2002：1）；葛蘭西

對鮑曼產生轉折性影響：「閱讀《獄中札記》對我的生命產生主要影響」（Zygmunt

Bauman，1992：206），等等。這些早期思想為其後期思想提供關注人類生存境況的知識源

泉。在思想發展的第二、三階段，鮑曼是通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相對照的分析策略來考

察知識分子、大屠殺、社會學、倫理學、消費社會等主題，主要是因為，在80年代後期至90

年代前期是歐洲乃至全球格局大轉型的時期，運用這種比較的分析範式最能體現歷史、文化

和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尤其是能在新社會形態中探索出人類更好的生存境況。所以他在1990

年舉家回遷華沙大學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試圖為「建構一個新波蘭發揮作用」，以尋求人類

生存的新機遇（Keith Tester，2004：2）。所以，從人類生存境況變遷的視角來看，鮑曼研

究主題的變化主要是受現實的社會政治變遷所影響，但其中的價值關懷和知識分子責任沒有

改變。

二、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無法延伸到鮑曼90年代後期以來的思想發展。鮑曼在1997

年的《後現代性及其缺憾》反思後現代性之後，發現已應用十年之久並使他名聲大噪的現代

性與後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難以繼續理解全球化中的東歐和世界變化，因此就毅然代之以

「流動的現代性」概念。鮑曼從兩方面來說明這種概念轉換的原因：一是讀者往往把他的

「後現代性」曲解並等同為「後現代主義」。「由于語義學上的混亂，在'後現代性'標題下

來明智地討論當代趨勢幾乎是不可能的」（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2001：



97）。另一個更為實質性的理由是現代性的連續性。由于「後現代性」暗示著終結或摒棄現

代性，鮑曼指出，這是不真實的，而應該是「相似但不同，連續中的非連續」。所以他創造

「流動的現代性」是為了表明歷史正處于「連續性（融解和脫域）與非連續性（已融解但還

沒有凝固和再嵌入）的進程中」（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2001：97-98)，以

此考察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在全球化時代發生何種變化。鮑曼研究策略的轉換還存在一個現

實原因：由于看到歐洲尤其是東歐等國多年的社會政治改革都無法拯救人類的生存境況，也

無法實現他所提出的倫理原則，全球化帶來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反而肆意蔓延。所以他發明更

為積極的「流動現代性」概念，宏觀上批判全球化中的經濟、政治和消費主義，在微觀層面

關注貧窮、個體化和生活政治。這顯然表明，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並非

《理解鮑曼》一書中所說的是「早期思想的延續」（鄭莉，2006：33），而是一種用于考察

人類生存境況在全球化時代的新變化的新理論工具。

三、研究者運用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作為分析範式容易捲入到一場無止境的爭論中：鮑

曼的思想是否屬于後現代理論範疇。作者在《理解鮑曼》的導言中很好地概括了西方學者對

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問題的爭論，從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研究者過于簡單地把鮑曼定位為後

現代主義者。正如托尼·布萊克朔指出的，「有三個陣營把鮑曼錯誤地理解為一名後現代主

義者：關注他但卻沒有通曉他的所有著作和思想發展過程的人；發現他的著作難以理解的

人；沒有仔細閱讀並錯誤地闡述他的觀點的人。」實際上，「鮑曼並不是一名否定意義上使

用的後現代主義者，相反，他幾十年來一直在不斷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和領域，儘管他受到被

刻畫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所影響」（Tony Blackshaw，2005：5）。所以，如果僅從現代性與

後現代性的分析範式來考察的話，我們很容易給他扣上「後現代性理論家」或「後現代主義

者」這樣的帽子。我們知道，鮑曼所刻畫的後現代轉向還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臨時性的、非

定論性的態度，這與德里達、利奧塔和鮑德里亞等人明確張揚後現代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後

現代性只有與現代性相對照才有意義。因此，我們需要警惕對他進行刻意分類背後的那些主

觀意圖。正如泰斯特所說：「一般把鮑曼歸類為後現代主義者似乎是出于保守和安全的考

慮，為了使之適合已討論過的議程，但這樣就必然掩蓋了鮑曼其他思想的影響力，減少其可

能性和矛盾性。所以，也許更重要的是，不能把鮑曼放在某個盒子裏，而是挖掘思想中深刻

反映當前世界變遷的潛在資源」（Keith Tester，2004：16）。可喜的是，《理解鮑曼》的

作者儘管仍然採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範式，但她卻有意巧妙地回避這種非此即彼的爭

論，力圖「通過展示其理論邏輯的內在發展脈絡，將其理論觀點置于永恒的動態的開放狀態

之中。」（鄭莉，2006：203）

總之，儘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流動的現代性這三個分析性概念是鮑曼考察現代社會動態變

遷的理論策略，但我們認為，這不足以成為我們研究者理解鮑曼思想的分析範式，更不用說

還存在簡化或誤讀鮑曼思想的可能。

三 探索鮑曼思想研究的新範式

作為一名非常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思想家，鮑曼反對建構任何理論體系和思想流派，所

以他的思想源流並不局限于闡釋、發展或綜合某個或一些經典思想家的元理論，而是在對歐

洲社會變遷的深刻洞察、批判、反思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就表明，他在思想發展的某階段

所創造的概念無法貫通其思想發展的始終。因此，我們不能遵循某種固有的分析範式來理解

鮑曼思想，也無法把他的所有思想納入到某種既定的分析框架中去研究，相反，我們有必要

拆解其概念框架，展現其思想變遷的真實性和內在邏輯。



更重要的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抽象而令人迷惑的概念本身無法反映出鮑曼深刻的人道

主義關懷。我們認為，恰恰就是這種關懷才是鮑曼對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的獨特貢獻。鮑

曼無論使用何種概念，都只是為了發現當今世界阻礙人類追求更好的生存境況的原因。這充

分體現出當代歐洲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正如克勞斯·奧菲所盛讚的那樣：「齊格蒙特·

鮑曼一直致力于研究人們在現代或後現代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結構中所處的狀態，以及處于

這種狀態中他們有過哪些（慘痛的）經驗（尤其是不安全感，不確定的災難，或者是矛盾心

理下的苦痛）」（Clause offe,1998:173）。所以，我們應該以潛水採珠的方式，揭開其混

雜概念和晦澀語言的表層，潛入其思想河床的深處，挖掘他對人類生存境況變遷的犀利認

知，弘揚他對當代西方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傑出貢獻。

他在許多著作中多次指出，人類最值得珍視的永恒價值是個體的創造性、尊嚴和自主(Keith

Tester,2004:131)。因此我們認為，個體可以作為理解鮑曼全部思想內核的分析性概念，尊

重個體和關注個體生存境況的變遷是鮑曼思想的出發點、理論資源和歸宿。

在現實層面上，我們從鮑曼個人的生存境況可以看出，對個體生存境況的觀照一直流淌于他

的思想河床中。1、他妻子雅利納在納粹統治期間的猶太經歷給鮑曼的思想留下深刻的痕跡，

這促使他從猶太受害者的視角來研究大屠殺與現代性在本質上的親和性，而且還激起他從道

德責任層面強調對弱者的關懷；2、對個體倫理的宣張不僅是他對社會危機的內在根源和未來

不確定性的剖析，而且還折射出他對重返東歐世界的渴望；3、對道德、自由和幸福的質問完

全可以歸結為他對個體生存困境的關切。這是因為人們在1990年前後相繼目睹了歐洲資本主

義社會和社會主義體制出現的兩種社會危機，而鮑曼的思想則深刻反映了個體對這種危機產

生的焦慮和困擾；4、在研究後現代性的主題時，鮑曼對流浪者和觀光客的強調折射出他長期

客居他鄉的情懷；5、由于對流放生活的感知，他不僅始終重視個體的身份認同問題、尊嚴問

題和貧窮問題，而且還把微觀的個體化和宏觀的全球化結合起來。總之，鮑曼學術生涯一直

把個體生存境況作為視點，而且這種個體具有特定的價值和倫理指向，所以，我們認為，可

以把個體作為理解鮑曼的分析性概念和邏輯架構的原點。

要論證微觀意義上的個體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理解鮑曼的核心概念，我們還得從鮑曼思想資源

著手才更有說服力。可以說，鮑曼的思想源頭都與其主張個體能動性的思想有關。因為當問

及思想發展的線索時，鮑曼的解釋是：葛蘭西教他應該看什麼，齊美爾教他如何看這個自然

而又無法改變的世界，勒維納斯則從理論層面教他為什麼這樣看世界（Peter

Beilharz，2001：334)。在這裏，我們需要釐清這三位思想家對鮑曼思想的影響。第一階段

的思想是受葛蘭西的影響。鮑曼認為，作為後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告訴他，個

體並不是社會政治結構中毫無思想的複製品，而是有著自我特性的行動者。每個人都有改造

世界的能力和權力，只是由于現代社會政治結構抑制了這種能力的正常發揮；第二階段是齊

美爾的影響。齊美爾指出，社會學的任務是以懷疑的眼光去對待秩序井然的世界，並探究那

些對人們造成日常後果的社會政治秩序，因為矛盾性和不確定性是社會生活的本質，而且個

體的境遇並不遵從社會、政治、經濟之間的分界。第三階段是勒維納斯的影響。鮑曼吸收勒

維納斯的他者哲學思想，主張道德不是個人的判斷力、特定群體的立場和體驗或者方法論的

程序，而是一種對他者永恒的責任，是個體存在的本質。

在融會貫通這三種思想資源的基礎上，鮑曼指出，當前的資本全球化正在瓦解現代以來建構

的社會工程，這為恢復個體道德責任和能力提供了充分條件，但全球化帶來的消費主義卻又

使個體的生存境況陷入于不穩定的狀態中。對鮑曼來說，在這種機遇和危機均等的條件下，



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以政治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以此恢復窮人的公民地位和資格。這

不僅表明可以用個體的概念來串聯鮑曼各階段所有似乎非連續性的思想，而且從中可以看

出，關注現實社會中的個體始終是鮑曼洞察現代社會和政治變遷的邏輯起點和思想歸宿。所

以，我們完全有必要深入到鮑曼思想內部，並且把它放在具體歷史背景中去理解和分析。顯

然，我們如果僅僅把鮑曼思想放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框架中去認識，就無法完整展開

他對個體生存境況的深度關切。

既然個體是解釋和分析鮑曼思想的一個重要視點，那麼，我們如何通過個體生存境況變遷的

視角來把握鮑曼的核心思想及其發展動態？在解讀思想的過程中，我們如何運用這種分析視

角才不至于陷入于只以編年史方式解釋鮑曼著作呢？

在運用個體生存境遇變遷作為解讀鮑曼思想視角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不以鮑曼思想發展的源

流或著作產生的年代去從事文本解釋學研究，而是按照人之為人的個體在社會歷史變遷進程

中的生存境況來研究鮑曼思想的學術貢獻。我們在研究中可以把鮑曼關于人性價值和道德選

擇的觀點放在首位，以此作為鮑曼思想的立論基礎和前提；然後再考察個體的價值在現代社

會政治的秩序中是如何受壓制和分類的，以及在現代社會政治結構衰微的過程中個體是如何

轉變成新的社會角色，而且在新的境況中個體將有什麼新的生存機遇；最後考察鮑曼希望政

治意識、制度、行為在保護社會個體的作用方面應該發揮什麼功能。作如此調整對我們正確

解讀和研究鮑曼思想有著重要意義。

首先，從個體層面來研究可以把鮑曼思想視為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從而解決學術界對

鮑曼思想連續性問題的爭論。因為，展開鮑曼思想的內在邏輯是：挖掘個體行動能力，批判

現代性對個體的壓制，訴求于後現代性來恢復個體的道德責任，透視流動的現代性時期個體

困境和機遇的雙重可能性，並試圖通過社會正義和改造政治來拯救人類的尊嚴、自主和自由

等價值。由此說明鮑曼的思想並不是斷裂的而是循環發展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敘述

走的是循環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線發展，……有些主題再次受到關注」（鮑曼，2002：

229）。

其次，通過個體生存境況變遷來考察，我們還可以發現，鮑曼的思想把批判理論的宏大視野

和後現代理論的微觀洞察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個體─社會─國家─全球的聯結，也就

是微觀和宏觀的統一。這有助于我們體察20世紀80、90年代歐洲社會的歷史危機對個體生活

的深刻影響，尤其是東歐人們的思維、意識和行為的根本性變革，同時，我們還可以從中管

窺西方學者對現代政治理論的深刻反思，以及人們對政治的期盼。

最後，通過這種新的分析範式可以表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並不作為一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

架，而只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坐標、背景知識和需要論證的關係。我們在研究鮑曼思想的

過程中試圖尋求新視角和分析範式，其目的在于，通過個體的概念把鮑曼思想作為一個整體

來考察，主要探討鮑曼思想對當代社會政治理論的貢獻，從而避免學術界對鮑曼思想是連續

的還是斷裂的爭論，避免爭論鮑曼是否是後現代主義者。不僅如此，通過這種分析範式考察

鮑曼思想，我們更可以瞭解到，從傳統社會解放出來的個體如何被重新安置在現代社會的結

構中，而在當前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全面衝擊的背景下，個體的生存境況又有著哪些新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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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鮑曼的著作除了《理解鮑曼》一書中作者所列出的25本著作之外，還至少應該包括《再次孤

獨：確定性之後的倫理學》（1994）、《歐洲：一個未完成的冒險》（2004）、《廢棄的生

命：現代性及其被遺棄者》（2004）、《認同》（2004）、《流動的生活》（2005）等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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